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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

———从“民族”角度认识中国历史

石 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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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中央四部委批准设立“四川大学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专项研究
成果。

摘 要: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文章以历史上
中国的“扩大”与“绵延”为基本线索，对中华民族的凝聚与演进，尤其对华夏
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的交融汇聚机制、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对民族融合的推动
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文章认为，民族融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历史上各民
族交融汇聚的基本趋势是朝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的整体方
向演进，这个整体正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中华民族”。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形
成凝聚的根本，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
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并持续不断，其精髓与核心在于
包容。中华民族的凝聚与发展，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和彼
此接纳的结果。

关键词:中华民族 华夏农耕民族 北方民族 民族融合

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要了解中华民族为什么形成，
我们必须回到中国历史场景与话语中。因此，我们需要从“民族”角度认识和考察中国
历史的发展脉络。笔者之所以选择这个题目，还鉴于一个事实，这就是“中国民族史”
的书写一直存在视野相对狭窄的问题。今天，我们见到的许多版本的《中国民族史》，
大多是书写历史上周边“四夷”的历史以及今天 55个少数民族的历史。这样的书写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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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带来两个问题。其一，《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一般不包括历史上的“汉人”，即今天的
汉族，所以读《中国民族史》，我们无法了解中国人口数量最庞大的汉族的历史。其二，
既然不包括“汉人”的历史，《中国民族史》的书写中自然也较少( 至少不是主要内容)
反映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人群体之间的交融互动，而这恰恰是中国历史发展中最重要
的环节。这样的视野和分割带来很大的局限，它不能告诉我们中华民族由何而来，我
们也难以看到中国历史上民族演进发展的整体格局与全貌。笔者认为，要了解中国历
史上民族的全貌，除了读《中国民族史》，还要读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
局》。此文虽然篇幅不长，但却是完整意义上的“中国民族史”，它清晰地告诉我们，中
华民族是由何而来的。① 事实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实为一部民族史。梁启超在《中国
史叙论》中曾明确指出: “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②所谓“汉人”，正是中国历史上长期民
族融合过程产生的一个庞大的民族共同体。所以，“中国民族史”的书写如果不包括
“汉人”形成与发展的历史，就会有很大的局限。

“中国历史”的概念大体包括以下三个层次:
1．从民族范畴来说，它是“中华民族”聚合的历史。
2．从文化综合体的范畴来说，它是“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历史。
3．从“国家”的概念来说，它是今日中国之由来。
首先需要指出，史籍记载中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概念不在一个层次上，二者

不能同日而语。中国的形成如同一条河流，除了主流之外，中途不断汇入各个支流，
这些支流不断壮大着中国，最终形成今天概念的中国。所以，“中国”与“中国历史”
概念并不等同，二者是需要加以分辨的。

中国历史演进是“中华民族”聚合与中华文明形成的历史。诚如钱穆所言，中华
文明的伟大主要体现于“扩大”与“绵延”。③ “扩大”是贯穿中国历史演进的一个总
趋势，由分散到统一，由局部到整体，由互不相干的“多元”走向“多元一体”，这是中
国历史演进的基本特征。“绵延”则是指中国的文化、民族与疆域及统一，数千年来
一直代代相传，绵延不绝，为世界历史所罕见。下文中我将以“扩大”与“绵延”两个
基本线索为切入点，大致勾勒出中华民族聚合与演进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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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年第 4期，
第 1－19页。

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中华书局 1988年版，第 6页。
钱穆在讨论中国文化时指出: “中国文化，无疑为世界现文化中最优秀者。取证不在远，

请即以中国文化之‘扩大’与‘绵延’二者论之。中国文化拥有四万万五千万大群，广土众民，世莫
与京，此即其文化伟大之一证。”参见钱穆: 《文化与教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41 册，台湾联经
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版，第 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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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缘何扩大?

先来看中国如何扩大，是什么成就了中国之大?
中国历史演进的基本模式是“统一”与“分裂”相交替。据葛剑雄先生的统计，分

裂时期总体较统一时期要长。① 若我们以“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的秦朝作为中国
历史上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开端，那么中国历史上大的分裂时期主要有两个。

第一，从东汉末至隋灭陈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其间虽有西晋的统一，但时间
很短，仅 51年，如昙花一现。这个时期分裂持续近 400年，造成这一时期割据分裂局
面的，除三国外，最主要的因素是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入主中原地区，亦即中原人语境
中的“五胡入华”。② 这一时期，长江以北先后出现十六国及北魏、东魏、西魏和北齐、
北周等众多割据政权，多是由北方民族( 即所谓“胡人”) 建立。长江以南则相继出现
了吴、东晋、宋、齐、梁、陈等六个政权的更迭。

第二，五代十国、两宋及辽、金、西夏时期。这个时期持续 300 多年，可以说是中
国历史上第二个南北朝时期。③ 这一时期造成分裂局面的原因同样是民族因素。由
北方民族建立的辽、金、西夏等政权不但与北宋和南宋相互并立，而且先后对北宋和
南宋构成极大的威胁和冲击，导致两宋时期政治、经济重心不断南移。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突出特点———中国历史上两个大的分裂时期，主要由民
族因素所致。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分裂局面主要是北方民族南下即所谓“五胡入华”
造成;五代宋辽夏金的分裂局面同样是北方民族契丹、女真、党项、沙陀等崛起，建立
政权并不断向南扩展的结果。我们不难发现，通常所说的分裂时期，大抵都是北方民
族大规模兴起并南下中原建立政权和统治的时期。因此，历史上所谓“分裂”时期，
事实上也是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形成的民族融汇时期。

自秦以来，与分裂时期民族交汇相对应，中国历史上有五个大的相对统一时期，
即秦汉统一王朝、隋唐大一统、元朝的统一、明朝和清朝的大一统。从宏观角度审视，
我们可以看到这五个统一时期有两个突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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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葛剑雄: 《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4 年版，
第 79页。

唐宋人曾将这一时期北方民族入主中原称作“五胡乱华”，这是一种以农耕民族为本位
的说法。对此，前辈学者马长寿曾一针见血地指出: “过去传统的史学界把五胡十六国的历史说
成是‘五胡乱华’，这种说法现在看来显然是不公允和不正确的。主要的错误在于没有承认五胡
是当时国内的少数部族，把国内民族的矛盾问题同国外部族的入侵问题等同起来，所以引出‘五
胡乱华’的错误结论。”马长寿: 《北狄与匈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00页。

参见陈述: 《辽金两朝在祖国历史上的地位》，《辽金史论集》第 1 辑，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版，第 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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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这五个强盛的统一王朝均出现于分裂时期即民族融汇之后。秦汉统一王
朝是在春秋战国夷夏蛮狄大融汇之后出现的;隋唐统一王朝是在魏晋南北朝近 400
年的分裂即民族大融汇之后出现的;元朝是在五代宋辽夏金即汉、契丹、女真、蒙古、
党项等各族大融汇后出现的;明朝的情况略有不同，从形式上看它是承继元朝大一统
之后出现的一个统一王朝，但从文化上看，明朝的统一同样是以民族融汇与整合为基
础———它是元朝所划分的“四等人”经过近百年的进一步充分融合之后出现的;清朝
的统一则是在明中叶以后汉、蒙、满、藏、回各民族融汇之后出现的。

第二，从中国历史上五个统一王朝的民族面貌看，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重要事
实，即北方民族的作用在明显递增，农耕民族的作用在不断下降。如果说，秦汉统一
王朝大致以农耕民族为主体，但经过魏晋南北朝近 400 年民族融汇之后产生隋唐统
一王朝，情况已发生很大改变。据陈寅恪先生研究，隋唐统治集团大多出自“北方胡
统”①，唐代华夏与夷狄界限相当模糊，对蕃将的普遍使用、妇女地位较高及“尚胖”的
审美等均带有浓厚北方民族特征。② 正如费孝通指出，唐朝“名义上汉族统治，实际
上是各族参与的政权”。③ 在唐以后，除了明朝是对蒙古南下建立元朝近百年统治的
一个反弹———大体是以华夏人群为主体建立的统一王朝外，元朝和清朝则均是北方
民族入主建立的统一王朝。西藏以及整个青藏高原与蒙古地区纳入中国版图，均得
力于二者。这两个囊括中国全部版图的统一王朝基本奠定了今天中国的版图构架与
民族格局。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中国历史演进与政治格局的重组过程中，北方民
族表现得更为活跃，而且愈往后北方民族所发挥的作用愈突出，呈不断递增的趋势;
相比之下，中原农耕民族的作用则呈现下降和减弱趋势。

综上，中国历史演进脉络之所以呈现出“分裂”与“统一”不断交替，根本原因是
民族因素所致。历史上所谓分裂时期，大多数是北方民族大举南下入主中原并在中
原建立政权的时期。因此，无论是魏晋南北朝还是五代宋辽夏金时期，都是新一轮北
方民族大规模进入中原地区的时期，也是新的民族成分汇入、融汇的时期。中国历史
上的统一时期往往是各种民族成分逐步消化与融合时期。一般来说，经过统一王朝
后，往往先前存在的许多族名逐渐消失，不再见于记载。④ 分裂时期所融汇进来的众
多民族成分，往往也给统一王朝注入强大的生命力。诚如费孝通先生谈及唐朝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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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年版，第 138页。
参见陈寅恪: 《论唐代之蕃将与府兵》，《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 》1957 年第 1 期，第

163－170页;章群: 《唐代蕃将研究》，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6 年版;段塔丽: 《唐代妇女地位
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0年版。

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4
期，第 8页。

如中国历史上的匈奴、鲜卑、羯、氐、突厥、契丹、女真等族名均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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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不能不说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高峰。它的特色也许就在于它的开放性和开拓
性。这和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是密切相关的。”①需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北
方民族南下入主中原既是造成分裂的原因，同时也往往成为重新构筑统一的强大力
量。这在唐以后的元、清两个朝代体现得尤为突出。

综上所述，对于“什么成就了中国之大”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
认识。

1．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伴随了中国历史的始终，他们不断重组中国的版
图与民族格局，使中国在体量上不断增大。

2．以农耕为主的中原汉人在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的挤压下不断南移，开拓了南
方并融合了南方众多少数民族，包括经济重心南移和政治中心东移等。

3．所有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和进行统治之后，几乎无一例
外均与华夏农耕民族逐渐发生融合，最终融入“中华民族”之中。

从宏观上看，这也是中国历史演进的三个突出特征。由这三点，我们可以做一个
归纳:从体量和外部形态上看，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地南下和入主中原建立政权，不
断重组和扩大着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格局，这直接成就了中国之大。

二、北方民族为何一浪又一浪入主中原?

从黑龙江的黑河到云南腾冲的“胡焕庸线”，是中国一条很重要的生态线。② 线的
东南端属温暖湿润的“东南季风区”，物产丰富，人口稠密，适宜农耕。线的西北则属高
寒和干旱－半干旱地区，主要为高原、草原、大漠和戈壁，地旷人稀，大多数是不适宜农
耕的区域。从这条线来看中国历史，我们可发现，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无一例
外均来自“胡焕庸线”的西北端，来自中国第一、第二阶梯即干旱－半干旱地带及青藏高
原高寒地带。其次，在中国历史上所有分裂时期中，我们均可发现这条线在隐隐地发
挥作用，即农耕民族建立的政权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晋、宋、齐、梁、陈以及五代十国
和宋辽夏金时期的南方十国、两宋、大理等政权大多分布于这条线的东南。

北方民族的南下与其所处生态环境有极大关系。在干旱－半干旱地带，北方民
族以游牧、狩猎为主要生计方式。游牧经济是一种相对单一、脆弱的自然经济，且不
能完全自给自足。首先，游牧经济要求在“人、畜、草”三者之间建立一种平衡，若人
口增长，对畜、草的需要就会相应增大，此模式决定了北方民族对地域的需求欲望远
比农耕民族要大。其次，游牧经济产品种类单一，数量有限，必须与农耕地区交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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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9 年第 4
期，第 8页。

参见胡焕庸: 《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 2期，第 33－7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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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方能实现其价值。其三，游牧经济的脆弱性还表现于对自然的依赖较农耕经济更
甚，人们必须冬夏之间季节性地逐水草而居，财富积累也主要以牲畜来体现。但牲畜
在季节变换中极不稳定，呈现“夏饱、秋肥、冬瘦、春死”的规律性变化。春季是一年
中牲畜最脆弱的季节，如果此时气候寒冷干旱，草该长的时候没长出来或者遭遇大雪
覆盖，牲畜就会大量死亡，对游牧经济形成致命打击。所以，在游牧社会中，人口增
长、社会上升与发展带来物欲增加以及与农耕地区的交换受阻、遭遇干旱寒冷等自然
灾害，均极易导致其向农耕地区发起以掠夺财富为目标的攻击。善骑射、易组织和因
食肉而体魄强健等特点赋予他们极强的攻击性和扩张欲，加之其向农耕地区发起的
攻击大多基于生存所需，故动力十足。因此，面对北方民族的南下与攻击，中原地区
农耕民族往往难以抵御和抗衡。

学界的研究已表明，历史上北方民族的阶段性南下与气候周期性变化之间存在着
大体同步的共振关系。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指出，
中国历史上有四个寒冷期:一是殷末周初，二是南北朝时期，三是南宋时期，四是明末
清初;有三个温暖期，即春秋到秦汉、隋唐和元初。① 因而提出中国历史上分裂和统一
的交替，其实都和气候变化存在一种同步关系。其后，又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中国两
千年来的气候变化分为三个寒冷期和三个温暖期。第一个寒冷期为东汉末到魏晋南
北朝，第二个寒冷期为五代时期，第三个寒冷期为元明清;第一个温暖期为秦汉时期，
第二个温暖期为隋唐时期，第三个温暖期为两宋时期。② 王会昌将气候变化和人口迁
移情况进行对照，发现北方游牧民族阶段性南下与气候周期性变化存在着明显的共振
关系。③ 气候变冷、干旱少雨使处于干旱－半干旱地带的游牧民族面临牧草枯竭、水源
干涸、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威胁，遂向南部的中原农耕地区发起强有力的进攻。

欧洲和亚洲北部均为草原地带，被称作“欧亚草原”，二者相通、相连，“丝绸之
路”即横穿整个欧亚草原。事实上，欧洲文明的发展也同样遭受北方游牧人群的强
烈冲击。强大的罗马帝国就是被从事游牧的“北方蛮族”摧毁的。由于“北方蛮族”
攻击力极强，几乎无法战胜，欧洲人把他们称作“上帝之鞭”。④ 其实在中国历史的演
进过程中同样存在一条“上帝之鞭”，这就是从北方草原、森林地带不断南下的游牧
民族。中国历史从很大程度上来说，乃是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交融的历史。对
于这一点，一些从整体视野尤其是侧重从内陆边疆角度研究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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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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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竺可桢: 《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 1期，第 15－
38页。

参见王育民: 《2000年来气候变化》，《气候变化研究进展》2000年第 4期;郑景云、王绍武:
《中国过去 2000年气候变化的评估》，《地理学报》2006年第 1期。

王会昌: 《2000年来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地理科学》1996年第 3期。
勒内·格鲁塞著，蓝琪译: 《草原帝国》，商务印书馆 1999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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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充分认识与阐述。例如美国学者拉铁摩尔就指出: “通晓中国历史的关键之一是
了解中国和它周围‘夷狄’地区之间势力消长的状况”。① 这是十分精辟的认识。

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汇中，有一个问题颇值得我们思考。一般来说，农耕
文明由于定居和人口稠密，而且财富相对丰富且易于积累，往往发展出较复杂的社会
体系及与之相对应的文化、观念、礼仪等。相比之下，游牧文明因迁徙和流动性大、财
富有限且不易积累，又地旷人稀，社会组织相对简单，文化、观念及礼仪的发展程度往
往远逊于农耕文明。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农业民族常以“文明”“先进”自诩，在
他们眼中游牧民族通常被视为“野蛮”和“落后”。过去我们通常刻板地认为，在人类
历史发展进程中，是“文明”引领“野蛮”，“先进”带动“落后”。但在鲜活的历史中，
我们看到的情形往往并非如此。事实上，在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互动中，游牧文明
一方往往更活跃并居于主动，通常是游牧文明以极强的攻击性对农耕文明发起冲击
和挑战，游牧文明一方往往是通过强有力的攻击、劫掠乃至摧毁或重组农耕文明来获
得自身的发展。此外，在以农耕文明为中心的所谓“文明”与“野蛮”的分野中，我们
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形:高度文明与富裕的物质生活常常衍生享乐腐化与颓废，严重消
弭其动力;物质条件匮乏地区被视为“野蛮”“落后”的游牧文明一方则具有强劲充沛
的生存动力和坚韧耐劳之品质。故在欧亚的历史发展中，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文
明”“先进”的农耕文明引领被视作“野蛮”“落后”的游牧文明，恰好相反，往往是“野
蛮”“落后”的游牧文明不断发起对农耕文明的攻击与劫掠，通过冲击甚至摧毁和重
组农耕文明来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而为富饶的农耕地区注入强大的生机和动力。陈
寅恪先生在谈到唐朝恢宏博大气象时说: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
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②所指正是这种情况。

当然，民族融合过程是有代价的，往往充斥着民族间的战争、征服、杀戮与强制
等，伴随着痛苦与厄难。但在民族融合之后，却带来巨大的生机与活力。历史的演进
就这样，总是具有两面性，发展总伴随着代价，这是人类社会演进无法逃脱的规律。

三、华夏农耕民族靠什么应对北方民族的冲击与挑战?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 曾提出一个理论，
即“挑战—应战”理论，该理论认为: 一个文明的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些外部的挑战或
冲击，如果没有挑战或冲击，这个文明将陷于停滞并渐渐趋于死亡。但如果挑战或冲
击超过该文明的承受能力，则该文明会迅速地趋于死亡。只有那些挑战程度适中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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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拉铁摩尔夫妇著，陈芳芝、林幼琪译: 《中国简明史》，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 20页。
陈寅恪: 《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年版，第 3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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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能够调整自身适应挑战的文明才最终可以生存下来。①

按照这个理论，一个文明在其发展过程中需要有外部的挑战与冲击，只有在挑战
程度适中且该文明可以自身调整以适应挑战的情况下，最终才能生存和延续下来。
那么，历史上面对北方民族的强大挑战与冲击，华夏农耕文明如何应对北方民族的挑
战与冲击呢?

毫无疑问，北方民族的挑战与冲击在一定时期给华夏农耕文明带来巨大破坏，也
给农耕民族带来痛苦与磨难。但是，北方民族的冲击与挑战却并未造成华夏农耕文
明的毁灭与中断，也未使农耕民族衰落和消失。我们看到的实际情形是，历史上所有
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和进行统治之后，最终都与华夏民族逐渐
发生融合，成为源源不断汇入中华这一庞大机体的新鲜血液，起到了壮大和增强中华
文明的作用。面对北方民族一浪又一浪南下入主中原，面对北方民族的巨大冲击与
挑战，华夏农耕民族既未毁灭，也未衰落，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通过与北方民族
的融合来化解和消弭这种巨大的冲击与挑战。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力量和原
因促成了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 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关键的问题，
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笔者认为，这大致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第一，华夏民族有极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力。
钱穆先生说过两段非常重要的话:
《春秋》的学者所谓“诸夏而夷狄则夷狄之，夷狄而进乎诸夏则诸夏之”，此说决

不错，而夷、夏界限在“文化”不在血统，即此可证。②

又曰:
依照中国人想法，天时、地理、血统不同，民族性不同，均不碍事。只要有一番教

化，在此教化之下，有一番政治，“教化”与“政治”便可形成一个文化而发出大力量
来，自然可以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自然可以尽己之性而尽人尽物之
性;自然可以会诸异于大同，而天下自达于太平之境。试问此是中国文化理想中所含
蕴的何等见识，何等抱负? 宜乎在此文化大理想之下，可以形成一伟大无比的大民
族，而直传至今依然坚强不衰，刚毅不屈。在将来，它依然会发生大作用。”③

钱穆先生研究中国历史造诣极深，对中国历史与文化有深刻史识与洞察力。以
上其所言，道出了华夏农耕民族观之本质———夷、夏之间的界限在“文化”而不在血
统，只要加以一番“教化”，“夷狄”( 历史上华夏民族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称谓) 可以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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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因比著，曹未风等译: 《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版，第 74－200页。
钱穆: 《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38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版，第 66页。
钱穆: 《中华文化十二讲》，《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38册，第 67－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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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为“华夏”。同时，这种民族观还认为，华夏人如果不加以教化，也可转变为“夷
狄”。换言之，“华夏”与“夷狄”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这是一种具有极大胸怀、气
魄的开放的民族观，这种民族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其时，华夏人所言
“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 所谓“文德”即指文化)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以夏变
夷”、“有教无类”等观念，都是这种民族观的生动体现。华夏人的民族观产生之依
据，在《三字经》中的一段话中得到很好的诠释: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
不教，性乃迁。”①这说明在华夏农耕民族的观念中，不管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文化
和什么样的民族，都是“性相近，习相远”，这是一种从“人性普同”来看待不同文化的
思想观念。既然不同民族和文化均是“性相近，习相远”，那么不同民族和不同文化
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就不成为问题，成为问题的乃是“苟不教，性乃迁”。所以在华夏
农耕民族的民族观念中，“教化”是关键。这正是华夏农耕民族之民族观的核心。从
很大意义上说，正是这种“重教化”而“不重习俗差异”的开放的民族观，使华夏农耕
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融合成为可能。这种民族观，乃根植于华夏民族极强的文化
自信。

第二，华夏地区很早就形成了“天下国家”的政治传统，在这种政治传统下，国家
“无边界”并包容四方。

在古代，“国”是一个相对有限的政治范围，真正的中国概念实际上是“天下”“四
海”“海内”。“天下”既包括中原地区，也包括四边“夷狄”地区。所以在很大意义
上，古人话语中真正与今之中国概念相对应的词，并不是“国”，而是“天下”。故孟子
说: “不仁而得国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②

“天下国家”政治传统形成甚早，《诗经·北山》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③春秋战国，诸侯王自称“孤”和“寡人”，均是这种政治传统的反映。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规定“天子自称曰朕”，含义为天下第一人，以表明其为
“天下共主”“君临天下”等意。“天下国家”的政治传统自秦统一后基本形成，并一
直延续至清朝。在此政治传统下，皇帝自拟“天子”，君临天下，王朝也自诩“天朝”。
此理念也深刻影响并植入以入世为特点的儒家文化传统。儒家政治理想中的“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及“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
乐”等理念均是“天下国家”政治传统的生动反映。

最能说明“天下国家”政治传统的例子，是清乾隆时期英国使节马戛尔尼( George
Macartney，1737－1806年) 到访。马戛尔尼率英国使团来到大清，名义上是给乾隆皇
帝祝寿，实质是为了拓宽与清朝的贸易。但在面见乾隆皇帝的礼节上却遭遇麻烦，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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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逸安注解: 《三字经》，中华书局 2009年版，第 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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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皇帝需要下跪，最后经谈判和磋商达成单腿下跪的折中方案。该事件说明，清朝自
视为世界中心，在清朝眼中，一切正式来访者都被视为“朝贡”行为。这是当时清朝
对世界的看法，也是“天下国家”政治传统的体现。

正因为“天下国家”政治传统将自己视为“天下”中心，由此派生出“怀柔远人”
的朝贡体制。在这种传统之下，由于“天下”是一个极模糊的概念，“天下”是无边界
的，大体上并无明确的“边界”意识，也不太看重“边界”，至少在文化和心理上并不自
设“藩篱”，而最喜“万邦来朝”“兼容八方”，看到对周边“四夷”的巨大影响力。这种
不自设“边界”的“天下国家”的政治传统产生了一个重要作用，即客观上使华夏农耕
民族与北方民族之间的融合成为可能。

第三，华夏农耕地区悠久而厚重的文化与文字之伟力
中国历史的一个普遍规律，是北方民族凭借强大武力一浪又一浪地南下入主中

原，他们是军事上的征服者，但假以时日，却最终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逐渐与
中原农耕民族在文化上融为一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这颇值得深究。我们可以从游牧社会与农业社会的
差异来进行思考。游牧社会的基本特点是比较简单和单一，地旷人稀，流动性大，社
会稳定性较弱，无论是文化积淀与发育程度均远逊于农业社会。相反，农业社会由于
定居和人口稠密，社会稳定性和复杂性远胜于游牧社会，文化易于积淀、延续和充分
发育。所以，当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农耕地区以后，虽然是军事上的胜利者，却总
难以避免地会接受华夏农耕区域的文化，逐渐被这种文化所浸染，走上与农耕民族相
融合的道路，此其一。其二，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建立政权后，要统治中原地区及
其人民，也必然选择同汉人世家豪族与官僚士人合作，在其协助下恢复原有的统治秩
序与资源系统。这也使得北方民族尤其是统治上层不得不产生主动学习、吸纳华夏
农耕地区政治与文化之强烈需求。这种需求成为促成其与华夏农耕民族发生融合的
内在驱动力。

对北方民族而言，入主中原以后，中原地区丰富而精致的生活，衣食住行之享乐
程度和易于获取的丰厚财富与特权，都为他们所无法抗拒。这不可避免地使其生活
方式及思想观念迅速“中原化”。就人性而言，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一两代人
后，大多已回不到从前。这同样成为北方民族入主中原后难逃“中原化”的宿命。此
外，还有一种情况，入主中原建立政权的北方民族，因靠特权获得某种优势地位，锦衣
玉食，过上衣食无忧的优越生活，成为寄生阶层，往往不治生业，终日游手好闲，数代
之后，不仅当年入主中原时的勇猛强健英姿不再，且生存能力严重退化，作为特殊群
体渐渐趋于衰落。当时代和政权变换后，大多沦落为普通平民阶层，同样逃不掉“中
原化”的宿命。

北方民族入主后逃不掉“中原化”宿命的另一因素，则在于中国文字之伟力。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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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清曾指出: “中国之能成为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有一部分应归功于他们的文
字。”①他认为，中国如果使用拼音字母文字，可能早就像欧洲那样分裂成许多国家
了。这是颇具洞见的判断。中国地域辽阔，文化多样，从北到南，从东到西，语音和方
言差异极大，北方人到南方根本听不懂闽南话、江浙方言和粤语，但因使用共同文字，
均以共同文字为发音基础，所以，只要诉诸文字，写出来就都能明白。故汉字成为历
史上各民族之间文化联系的纽带，也是各民族、各语言之间沟通交流的工具。这也使
北方民族在中原地区建立政权后，为了有效地统治中原地区，不得不在汉人士大夫的
帮助下努力学习以汉字为基础的汉文化。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学习语言文字，同
时也是接纳该文字所承载的文化及思想观念并受其濡染的过程。此过程所产生的影
响和作用潜移默化，但却往往是决定性的。历史上，北方民族( 尤其是上层统治者)
入主中原后，普遍在汉人士大夫帮助下学习汉文经典及前朝历史，其造诣甚至不逊于
许多中原帝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② 中华文明之得以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很大
程度应归功于文字所发挥的作用。正因为从古至今，以视觉符号为基础的中华文字
系统一脉相承，今天的小学生仍能读懂三千多年前孔子《论语》中“有朋自远方来，不
亦乐乎”，这正是文明延绵不绝的结果。

四、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得以凝聚、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之根本

从以上三点来看，无论是极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包容力，还是“无边界”并包容
四方的“天下国家”政治传统、悠久而厚重的文化和文字之伟力，均赋予华夏文明以
强大的韧性和巨大的文化包容力。强大的韧性使其能够应对和抵御北方民族的冲击
与挑战，不致在这种冲击与挑战面前毁灭和走向衰落;巨大的文化包容力和开放的民
族观，却是决定性的文化力量，它使华夏民族在与北方民族的冲突和战争过程中，能
够与之相互交流、彼此影响并逐渐相互接纳，经过一段时期的混杂与和平相处，使双
方逐渐发生融合。可以说，民族融合正是华夏农耕民族化解和消弭北方民族冲击与
挑战的主要方式和路径。如果说华夏民族与北方民族的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在于
华夏文明及华夏民族具有强大的韧性和巨大文化包容力，那么历史上北方民族源源
不断南下入主中原，则成为推动民族融合的重要力量。

北方民族一次次大规模南下，虽造成中原板荡，给华夏民族带来极大痛苦，但北
方民族一旦在中原立足并建立政权，却不得不选择与中原官僚阶层及士人进行合作，
在他们的帮助下恢复中原地区原有的政治、经济秩序，对中原地区农耕民族与百姓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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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费正清: 《中国:传统与变迁》，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3年版，第 23页。
钱穆: 《国史大纲( 上) 》，《钱宾四先生全集》第 27 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8年版，第 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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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统治和管理。这样，北方民族与中原官僚阶层及衣冠之士的合作就不可避免。例
如十六国及南北朝时期北方胡人建立的政权中即吸纳了大量中原士人，“北方世家
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史籍中关于胡族统治者不遗
余力地网络、寻求衣冠士人的记载比比皆是。无论十六国，还是北魏、北齐、北周，均
有相当数量中原衣冠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为胡族统治者所倚重并发挥着关键作
用。① 在这样的背景下，北方民族及所建立的政权，受中原文化熏染而逐步走上“中
原化”道路即不可避免。

其次，北方民族一次次大规模南下，由此形成的巨大挤压，也导致中原农耕民族
大规模南迁，即史籍中所谓“衣冠南渡”。这客观上不仅带来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开
拓、发展与繁荣，也促进了中原农耕民族与南方各民族的广泛融合。所以，长江以南
地区的发展和民族融合，事实上是在北方民族不断南下和入主中原的挤压下逐步实
现和完成的。

另外，北方民族入主中原所带来的冲击和战乱，也造成中原农耕地区的大量居民
向四周扩散，如西晋末年中原战乱之际就有大量的中原人群向周边地区扩散迁徙。
除向南方迁徙外，他们也大量流散到今天的西北、东北及西南地区，不但促进了这些
地区的开发，也与这些地区的各民族发生广泛的交流与融合。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大致可分三种情况。
第一，入主中原的北方民族同中原农耕民族之间的融合。由于北方民族入主中

原源源不断，且规模巨大，所以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流。
第二，在北方民族不断南下的挤压下，中原农耕民族不断向长江以南地区迁徙，

促成中原农耕民族与南方各民族的融合。
第三，北方民族南下的战乱和冲击，也使中原农耕民族大量扩散到东北、西北和

西南等周边地区，并与当地民族发生融合。
所以，在中国历史上，北方民族源源不断地南下，成为民族融合的主要推动力量。

不但促成他们与中原农耕民族的融合，推动中原农耕民族南迁及与南方各民族的融
合，也促成了中原农耕人群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及与当地各民族的广泛交流与融合。

此外，还有一种情况，每遇大的自然灾害、饥荒及兵荒马乱、社会动荡、民不聊生
之时，中原地区人群出于生存、避险的需要，也大量逃往偏远的由土司管辖的地区，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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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衣冠士人在北方政权中发挥的作用，史籍不乏记载。如《晋书·载记第五石勒下》:
“成勒之基业，皆宾之勋也”，参见《晋书》卷 105《石勒下》，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 2756 页。《晋
书·载记第十三苻坚上》: “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参见《晋书》卷 113《苻坚上》，第 2885
页。《魏书·崔浩传》记拓跋焘告臣下曰: “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参
见《魏书》卷 35《崔浩传》，中华书局 1974年版，第 819 页。《魏书·李孝伯传》: “军国之谋，咸出
孝伯。”参见《魏书》卷 53《李孝伯传》，第 11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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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落籍于当地，融入到当地民族之中。
中国历史上民族冲突与战争虽持续不断，但化解这种冲突的主要方式与路径，却

是民族融合。民族融合不断化解和消弭民族之间的冲突与隔阂。所以，若从“民族”
的角度来审视中国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事实: 民族融合乃是中国历史的
主流。

中国历史演进中的“分裂”与“统一”交替，很大程度也受到民族因素的支配。分
裂往往由民族冲突所造成，而长期的民族融合以及融合之需求则往往成为构建“统
一”的强大动力。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梁启超指出“民族为历史之主脑”。①顾颉刚也
以对中国历史深刻洞悉，指出中国历史的主流是内外的民族融合。② 正因为民族融
合是中国历史的主流，所以中国历史上民族交往与融合的总体趋势，是朝着民族关系
愈来愈密切、愈来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前辈学者已做过精
辟阐述。例如，翁独健先生指出: “如果说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有主流的话，主流就
是各民族日益接近，相互吸取、相互依存。”③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交往与融
合是朝着彼此依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的整体方向演进。那么，这个彼此依
存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密不可分的整体是什么? 这正是近代梁启超提出的“中华民
族”。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作了更精辟的概括: “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的历史。”④

民族融合不但是中国历史的主流，也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的根本，更是中华文
明得以绵延不绝、生生不息，始终保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如果说中华民族的凝
聚、壮大的根本机制与原因在于民族融合，那么民族融合之成为可能并持续不断，其
精髓正在于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包容与相互接纳。从此意义上来说，中华民族的凝
聚与发展，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彼此接纳的结果。

五、中华民族聚合的地理条件:内向型地理环境

中华民族形成与聚合，还离不开一个重要条件，这就是内向型地理环境。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悠久的历史和未曾断裂的文明。中国之所以

能成为自成体系且延续数千年的文明古国，和它的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
中国地处东亚地理板块，该板块的一大特点，是自成一体并相对封闭。它北面是

广袤的草原，而且越往北纬度越高、越寒冷，是被称作“西伯利亚”的极寒区。它的东

99

①

②

③

④

梁启超: 《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 6页。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期，1939年 2月 13日。
翁独健: 《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绪论》，载牛森主编: 《草原文化研究资料选编》第 3 辑，

内蒙古教育出版社 2007年版，第 10页。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19年 9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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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向是大海，对中国而言，海洋的作用是近代才显现的，之前主要是静止和封闭空
间。它的西南部则有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延绵数千里的喜马拉雅山脉构成
了与南亚之间的巨大地理屏障。古代中国通向外界主要有两个较便利的出口:一是
去往东南亚地区，但在古代，东南亚社会发育程度低，地理环境多山且崎岖不平，部落
及资源分散，对中国缺乏足够吸引力;二是翻越准噶尔大裂谷的阿拉山口，进入中亚
地区，通过欧亚草原地带向西通往西亚和欧洲，此即我们今天所说的“丝绸之路”。
但穿越欧亚草原通往西亚和欧洲的路程漫长而遥远，沿途主要是草原、戈壁、沙漠，人
烟稀少，并非农业民族所擅长通行的道路。因此，中国所处地理环境，乃是一个自成
一体并相对封闭的地理单元。

此外，中国地理环境总体上是西北高、东南低，并由三大地理阶梯所构成。第一
阶梯是平均海拔 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第二阶梯是包括蒙古高原、黄土高原等分
布着大量草原、沙漠、戈壁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第三阶梯则是最宜居、最富庶、人口
分布最密集的黄河、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地区。这一基本地理格局，奠定了中国数千年
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趋势，周边各民族尤其是处于第一、第二阶梯即“胡焕庸线”以
西地区的民族，势力一旦崛起壮大，其社会处于急速上升的发展期，他们必然朝着黄
河、长江中下游流域地区发起进攻，一方面是为获取该地区丰富的资源，为该地区高
度的文明所吸引，同时也争夺更优的生存与发展空间，这便是史书常说的“逐鹿中
原”“问鼎中原”。而周边民族每一次“逐鹿中原”，均带来中国各民族的大融合与相
互杂糅:一方面入主中原的民族与中原民族发生交汇融合，另一方面迫使中原民族人
口大量向周边地区迁移、扩散并与周边地区民族发生广泛杂糅与融合。这种融合模
式持续数千年，可以说贯穿了中国历史的始终。因此，在自成一体并相对封闭的地理
环境中，中国各民族有充分的混合与交融机会，由此逐渐形成文化的共同性，并基于
共同的历史记忆和共同命运而产生共同体意识。所以，在中国疆域内的各个民族，没
有一个民族是“孤岛”，没有一个民族是完全孤立和封闭发展的。每一个民族在其发
展过程中都与周边尤其是中原地域各个民族发生过交融，只是程度各异罢了。顾颉
刚先生指出: “汉人的生活方式所取于非汉人的一定比较汉人原有的多得多。”①“北
方人谁敢保证其无胡人的血统，南方人谁敢保证其无百越、黎、苗的血统。”②并认为
“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汉人体质中已有了许多蒙、藏、缠回的血液”。③

所指的正是这种情况。当今中国 56个民族彼此在血统、文化、信仰、价值观和历史记
忆等方面均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个民族在衣、食、住、行等生活方式的各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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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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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期，1939年 2月 13日。
顾颉刚: 《中华民族是一个》，《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9期，1939年 2月 13日。
顾颉刚: 《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答费孝通先生》，《益世报·边疆周刊》第 20 期，1939

年 5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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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有许多因素取之于别的民族。中国各民族成为相互交融、相互依存、相互联系
的有机整体，凝聚成为中华民族，同内向型地理环境有极大关系。

六、结 语

从“民族”角度来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几个特点。
1．中国的历史发展，虽伴随着民族之间的冲突、战争、征服与强制等，但其带来的

结果，却是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汇聚和融合。从宏观角度来看，民族融合正是中国
数千年历史发展的主流。

2．华夏农耕民族与北方民族的冲突与交融，不断重组和扩大着中华文明的格局。
北方民族源源不断地南下入主中原，不仅扩展了历史上中国的版图与民族格局，也成
为历史上民族融合的主要推动力量。

3．民族融合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凝聚的根基，也是中华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始终保
持生机与活力的关键所在。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融合之所以成为可能并持续不断，其
精髓在于文化包容。中华民族的产生，正是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相互包容、彼
此接纳的结果。

〔作者石硕，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教授。成都
610041〕

( 责任编辑:周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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